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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的亚太“轴辐式”

双边联盟体系进行了多边化调整。当前以战略动机为导向的理论难以解释为何

这一联盟体系的多边化能够导向小多边安全合作。因此，需要从联盟体系内部，

即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以及联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的关系来讨论三方在两个层

次的互动逻辑。在联盟体系的等级制结构下，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

以及体系相对于战略自主国家的封闭性，对其多边化产生了羁绊作用。一方面，

联盟体系内部因盟友间深入的安全合作而弱化了其单向性，而议题参与的“临

界数量”则凸显了体系的封闭性，从而形成了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

面，联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通过广泛的安全合作而使封闭性弱化，但也因安

全伙伴的战略自主而继续维持着安全依赖的单向性，从而形成了拓展型小多边

安全合作。通过分别考察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的特点，

这两类合作的互动逻辑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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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应对亚太地区格局的新变化，美国及其盟友着力推动现有“轴

辐式”（hub-and-spokes）双边联盟体系的多边化。其结果是，以美日澳“三

边战略对话”（TSD）、美日澳印“四国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

全伙伴关系”（AUKUS）为代表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

目前看来，这种小多边安全合作并没有发展为类似于北约的多边联盟体系，

而是有着自身的特色，如参与国数量较少、以议题合作为基础、联盟体系外

的安全伙伴难以参与等。本文聚焦美国亚太“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在向多

边化推进过程中所受到的其自身固有的羁绊，从美国及其盟友和安全伙伴三

方互动的视角出发，旨在解释该体系为何没有发展为多边联盟体系，而是向

着有自身特色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演变。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与美国在欧洲地区与多个国家签订集体防御协定（如《北

大西洋公约》）不同，其在亚太地区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国

家分别签订双边安全条约，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

冷战期间，美国利用这一联盟体系与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进行对抗，基

本保持了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优势。当前，面对亚太局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

中国的崛起，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认为，原先的双边联盟体系已经难以适应这

一新变化，因而试图整合这一体系，推动其向多边化方向发展。 

不过，这种整合并未向着多边联盟体系发展，而是采取了“小多边”

（minilateralism）的安全合作方式，包括“四国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以及美日韩情报共享等数个机制。这类小多边合作方式主要有三

个重要特点。一是参与合作的成员国数量以 3—4 个为主，而没有将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所有盟友以及潜在合作伙伴都组织起来；二是小多边的合作范围

以现有盟友为主，在个别机制中融入安全伙伴，但并非扩展到所有盟友和安

全伙伴，其合作有明确的门槛，更倾向于“俱乐部式”的合作；三是小多边

合作的领域和内容未达到安全同盟的水平，更未出现构建类似于北约的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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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体系的趋势。这些特点决定了这种小多边安全合作既与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传统“轴辐式”双边联盟不同，也与跨大西洋地区以阵营对峙为导向的多

边联盟体系不同，而是一种独特的安全合作方式。这种小多边安全合作既在

实践中深刻地改变着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也在理论上冲击着现有的以双边

和多边联盟为主的安全合作形式。 

关于美国主导的亚太双边联盟无法形成多边防御体系的原因，学术界已

有诸多的阐释，如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薄弱，① 东亚在冷战中的地位不

如欧洲，亚太盟友之间的安全共同体意识淡薄，② 等等。但时过境迁，美国

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已呈现出克服这些阻碍而向多边化演进的

趋势。不过，这种演进并没有发展为类似于北约的多边联盟体系，而是导向

具有自身特色的小多边安全合作。由此，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美国亚太

双边联盟体系的整合为什么会导向小多边安全合作？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

什么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只能维持小多边而难以发展为多边联盟体系？美国

及其盟友、安全伙伴在这一合作中是如何互动的？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一）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概念界定 

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是冷战后出现的新概念。理论上，它来自冷战结束

初期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后冷战时代亚太“轴辐式”联盟体系三边化调整的讨

论。③ 实践中，它来自美国政府 1998 年《东亚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东

亚安全框架的小多边形式。④ 在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时代，这一概念由于亚

① Mason Richey, “US-led Alliances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isorder: 
Comparative Responses of the Transatlantic and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s,”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No. 3, 2019, p. 279. 

②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3, 2002, pp. 584-598. 

③  Thomas S. Wilkins, “Towards a ‘Trilateral Allianc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xpediency and Values in American–Japanese–Australian R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3, No. 3, 
2007, pp. 251-252. 

④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1998,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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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不断出现的小多边合作而变得更为流行。总体而言，这一概念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是目标指向。为了应对当前亚太地区的格局变化和安全威胁，美国

及其盟友对传统“轴辐式”联盟体系进行整合和拓展。这是亚太小多边安全

合作的主要动力。因此，联盟体系既需要实现美国盟友之间的优势互补，也

需要纳入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来进行体系外动员。这种多边化具有明显的竞

争性，① 是服务于大国竞争时代的特殊产物。 

其次是形式特点。在参与数量上，小多边安全合作遵循“临界数量”（a 

critical mass）原则，以 3—4 个成员国为主。② 在体系架构上，亚太地区的

数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核心仍然是美国。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础是美国

与各盟友之间的双边同盟关系，而且其他参与国都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安全

伙伴关系。③ 因此，作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安全关系的延伸，亚太小多边

安全合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是亚太联盟体系的整合与拓展，而非这一体

系的替代品。 

最后是合作内容。不同的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内容有所区别。体系内部盟

友之间的小多边合作以有针对性的议题为主，甚至仅仅是主要针对某个议题

的安全立场之间的协调。但是，在有体系外安全伙伴参与的情况下，小多边

安全合作的内容则更为广泛，且更具有战略意义。④ 即使在没有美国直接参

与的小多边合作中，如印法澳三边机制，这种广泛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文献回顾 

关于亚太“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多边化的动因，一般将其理解为美国

及其盟友为了应对亚太地区格局变化而对联盟体系进行的调整。但是，在这

一最大公约数之下，联盟体系的整合为何朝着小多边安全合作方向发展，而

① 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2 期，第 60—83 页。 
② Robyn Eckersley, “Moving Forward in the Climate Negotiations: Multilateralism or 

minilateralism?”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2, No. 2, 2012, p. 32. 
③ Mason Richey, “US-led Alliances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isorder: 

Comparative Responses of the Transatlantic and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s,” p. 291. 
④ John West, “Minilateral Initiatives to Balance China in the Indo-Pacific,” October 5, 2021, 

https://unravel.ink/minilateral-initiatives-to-balance-china-in-the- 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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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朝着参与国更多、安全合作更具战略性的多边联盟体系方向发展，学界

当前仍有争议。 

一是美国整合论。这类解释将小多边合作归因为美国利用其主导地位对

亚太双边联盟体系进行整合与强化。威廉•托（William T. Tow）认为，在亚

太地区，小多边的排他性保留了美国在“轴辐式”联盟体系下习以为常的控

制权。因此，它一方面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维护共同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则可

以缓解“轴辐式”联盟体系下美国与盟友的不对称紧张关系。① 薛亮、郑先

武也认为，美式“安全小多边”走向深入，是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推

进下实现的。② 这种说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整合中

维持主导地位的意图，但并没有阐述盟友及安全伙伴为何也有推动小多边合

作的意愿。例如，美日澳印“四国机制”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日本安倍

政府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论，明显早于美国的官方政策。 

二是盟友对冲论。这种解释侧重于分析美国亚太盟友在小多边安全合作

中的动机。布卜辛达尔•辛格（Bhubhindar Singh）等人认为，由于特朗普政

府对联盟安全承诺越来越不确定，盟友通过寻求小多边安全合作，以确保该

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其他对话与合作渠道。③ 佐竹知彦（Tomohiko Satake）则

进一步将小多边合作理解为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也参与维持亚太地区

稳定和多元力量平衡的更大平台。④ 盟友视角补充了小多边安全合作对美国

整合论的依赖。但事实上，即使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仍然是选择性地重视

多边机制。例如，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的推动，其他参与国很难在“四国机

①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ism and U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The Legacy, 
Viability and Deficiencies of a New Security Approach,” in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 21. 

② 薛亮、郑先武：《东盟国家对 AUKUS 的认知与反应——“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张

力》，《国际展望》2023 年第 2 期，第 65 页。 
③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in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6-7. 

④ Tomohiko Satake, “The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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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重启和深度建设上做得更多。① 

三是体系扩展论。这类观点将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理解为

联盟体系在功能和范围上的扩展，如梅森•里奇（Mason Richey）将亚太小

多边合作称之为“准联盟”——不仅要在亚太双边联盟之间建立功能上的联

系，而且要进一步与不结盟国家建立联系。就此而言，“轴辐式”体系中的

节点之间能够实现直接互动，而不仅仅是通过美国来进行互动。② 这种解释

一定程度上符合当前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功能性特点以及联盟体系与印度开

展安全合作的现实，但也难以回应一个事实，即为何体系外的大多数亚太国

家仍然未对联盟体系有实质性的战略接近，而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安全中立”。 

总体而言，现有理论尽管解释了不同国家在合作中的战略考量，但难以

解释这些不同动机是如何能够形成合力，从而导向小多边安全合作的。事实

上，我们的大多数乃至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心理过程/动力与外在的社会

约束的混合产物。③ 因此，在讨论各方推动联盟体系多边化的不同动机如何

实现时，要考虑它们之间的行为互动及其所受到的体系自身的约束。就此而

言，正是现有联盟体系下已经形成的三方两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即联盟体系

内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互动以及联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之间的互动，影响

着这一体系演变的方向。这种体系的演变受体系结构影响的情况，可以称之

为“体系的羁绊”④。本文结合“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对推进多边化的羁

绊作用，来理解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形成，并分析两类不同的亚太小多边

安全合作的互动逻辑，然后结合不同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案例来论证这一逻辑。 

 

① 这突出表现为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 2020 年“四国机制”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

现有机制转变为“亚洲版北约”。参见“‘Asian NATO’ Faces Hurdles as Pompeo Meets with ‘Quad’ 
Allies on Countering China,”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5, 2020, https://www.washingtontimes. 
com/news/2020/oct/5/mike-pompeo-confronts-asian-nato-hurdles-asian-all/。 

② Mason Richey, “US-led Alliances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isorder: 
Comparative Responses of the Transatlantic and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s,” pp. 290-291. 

③ 唐世平等：《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8 页。 
④ 这一表述借鉴了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关于金本位国际货币

体系对大萧条背景下各国金融政策调整的羁绊作用的描述。参见[美]巴里•艾肯格林：《金色

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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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羁绊下的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 

 

在亚太地区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努力推动亚太“轴辐式”

双边联盟体系的多边化，以整合体系内盟友间的利益，并动员体系外安全伙

伴的参与。因此，从体系内外互动的视角来观察，首先要探究“轴辐式”联

盟体系自身的特点，再理解这些特点所形成的羁绊作用是如何将多边化进程

导向小多边安全合作的。 

（一）等级制联盟体系的特点：单向性与封闭性 

在亚太联盟体系中，美国是“轴”，居于主导地位，为盟友提供几乎全

方位的安全保障；盟友是“辐”，处于依附状态，配合美国的安全行动，① 从

而形成了以等级制为核心特点 ② 的“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这种结构在

联盟内部关系上体现为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在联盟与外部关系上

则体现为体系自身的封闭性。 

在战后 70 多年的外部安全保障中，亚太盟友习惯于通过搭乘美国的安

全“便车”来生存和发展。尽管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改变，盟友会根据自身

利益诉求做出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始终围绕美国进行着“向心”与“离心”

运动。③ 因此，即使盟友之间开展战略与安全合作，也仍然将美国作为安全

支柱，如日澳两国分别于 2007 年和 2022 年签署的两个《日澳安全保障联合

宣言》都强调双方要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种安全合作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双方对于美国的单向安全依赖，也就使得亚太盟友之间难以形成类似于北

约的共同体性质的多边联盟体系。盟友对与美国双边安全合作的依赖性，既

降低了盟友之间开展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也形成了美国主导双边关系的惯性。

因此，即使在美国的协调下，盟友之间也会有关于某些议题的临时性多边磋

商，但是这种磋商难以发展为正式的、机制化的多边安全合作。 

① 樊吉社：《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国际安全研究》

2022 年第 5 期，第 34 页。 
② [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87—88 页。 
③ 严双伍、郝春静：《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东北亚论

坛》2018 年第 2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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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殖民体系中获得民族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亚太地区大部分国

家都比较珍视自身的主权，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亚太地区在冷战后的

长期和平以及中国在安全上的睦邻政策和审慎战略，使得该地区的大部分国

家在安全方面并没有加入联盟以寻求安全保障的迫切需求。因此，亚太地区

大多数国家形成并保持了战略自主外交的历史传统，倾向于在大国之间保持

平衡，而非在安全上寻求某一方的庇护，更难以接受等级制联盟体系下的不

平等关系。例如，冷战后，尽管美越之间在南海地区的防务目标趋同，但越

南长期奉行“三不”安全政策，① 不希望进入任何大国的战略轨道，这成为

其与美国安全合作深入的基本底线。② 联盟体系外部安全伙伴的战略自主与

内部等级制结构之间的矛盾为这些国家参与联盟体系设置了门槛，导致该体

系在客观上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从而降低了其向外部进行多边拓展的可能性。 

图 1  亚太联盟体系内外的互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三不”安全政策，即不结盟、不建设外国基地、不与其他国家联合对抗第三国。 
②  Luu Van Quyet and Nguyen Thi Anh Nguyet, “U.S.-Vietnam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the Current Biden 
Administration,”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Vol. 10, No. 1, 2023,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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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内外互动的视角来看，安全依赖的单向性和体系内部的封闭性维

持了亚太“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的等级制结构（见图 1）。这两方面的特

征使得体系内部盟友之间的合作意愿不足，美国缺乏推动多边化的动力，并

且与体系外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难度较高。 

（二）体系羁绊下的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 

在亚太地区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原有亚太双边联盟体系架构不足以应对

新形势，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推动双边联盟体系的多边化。① 在这一需求下，

联盟体系的安全合作出现三方在两个层次的互动：一是联盟体系内部进行整

合，发挥美国盟友之间的优势互补作用；二是联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开展

战略性合作，以实现对后者的动员。但是，等级制联盟体系所固有的单向性

与封闭性，使得亚太盟友难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单向安全依赖，体系外的安

全伙伴也不会在与联盟体系的合作中放弃战略自主。这就对亚太联盟体系的

多边化产生了羁绊作用，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小多边安全合作。 

第一，体系内整合下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在多边化的需求下，美国主导

的亚太联盟体系的最先反应是对联盟内部盟友之间的关系进行整合，发挥盟

友之间的优势互补作用。例如，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英国在

核技术方面的优势与澳大利亚的地缘位置和大规模试验场所等方面的优势

结合，使得两者之间在互补性合作的基础上，提升了各自应对威胁的能力，

在客观上也弱化了它们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 

但是，受到地缘政治现实与历史认知等矛盾的影响，即使同为美国主导

下联盟体系的一员，盟友之间的合作信任度也较低，安全合作可能面临国内

较为强大的反对舆论，如日韩之间的情报合作进程就受到了两国历史争议的

强烈影响。② 因此，联盟体系内的小多边合作难以离开美国的轴心协调作用。

例如，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的兴起，离不开美国在核不扩散政策和反恐

问题上协调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的努力。③ 正是美国在这些合作中的协

① 王帆：《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的可能性——基于协同性和威胁源的分析》，《当代美

国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1—23 页。 
② 李枏：《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68 页。 
③ Ajin Choi and William T. Tow, “Bridging Alliances and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is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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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作用，使得联盟体系内部合作的弱单向性能够继续支撑这一等级制结构。 

与此相对应的是，参与合作的盟友数量越多，针对某一特定议题的既有

矛盾就越多，从而使得美国协调盟友间安全关系的难度加大。因此，联盟体

系内的小多边安全合作遵循“临界数量”原则，即只包括与议题最相关或能

够对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这意味着小多边安全合作“往往通过在志同

道合的相关伙伴之间进行临时的、主要针对特定问题的谈判来追求国际合作，

而非追求系统性与普遍性”。① 例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主要集

中于澳大利亚核潜艇建设，而将其他军事高技术合作作为远景目标来看待。

议题合作对参与者数量的限制，使得 3—4 个成员的规模成为这一联盟体系

多边化的常态。因此，小多边安全合作“比真正的多边主义具有更强的等级

性和排他性”，② 也使其能够维持联盟体系较强的封闭性（见图 2）。 

在上述小多边安全合作中，尽管亚太联盟体系的单向性受到弱化，但美

国在合作中所发挥的轴心协调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而在参与议

题合作的“临界数量”原则下，联盟体系保持了其封闭性。因此，在维持联

盟体系相对弱化的等级制结构的前提下，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得以形成。 

图 2  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互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William T. Tow and Brendan Taylor, eds., B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Contending Cooperation,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3, p. 28. 

① J. Martin Rochester, “Global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2, 1990, p. 143. 

②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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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体系外拓展下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满足联盟体系多边化需求的另

外一个选择是，与同样有安全保障需求的体系外安全伙伴强化合作。这种合

作既使联盟体系与外部伙伴在安全领域上的互动增加，也使联盟体系尤其是

美国的盟友有了体系之外安全合作的选项，从而削弱了联盟体系的封闭性。 

不过，由于战略自主与体系内的等级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安全伙伴即

使与联盟体系开展安全合作，其合作深度也是有限的，而不是以正式盟友的

身份参与该体系，这就增加了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协调难度。一方面，安全伙

伴靠近联盟体系、参与小多边安全合作需要克服较多的内外限制，如战略自

主的传统和国内反对党的限制；另一方面，安全伙伴对战略自主的坚持，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特别是盟友和安全伙伴

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增加了联盟体系内外合作的渠道，从而挑战着联盟体系

内的等级制结构。因此，一个合作机制一般只能包容一个体系外的安全伙伴，

从而使这种合作对封闭性的削弱程度最小化（见图 3）。 

在这种情况下，体系内外的各方难以专注于安全议题的深入合作，而主

要是从广泛性、战略性的视角出发开展小多边安全合作，甚至将安全合作外

溢到其他更多的领域，以寻求克服上述限制。当前的“四国机制”在某种程

度上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议题设置更加多元，目的在于全方位平衡中国

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① 合作的全面性和战略性已经远超安全领域的范

围。这种合作尽管满足了安全伙伴战略自主的诉求，但无法取代盟友与美国

之间进行深入、实质性的安全合作的需求，联盟体系内部的安全依赖仍然保

持着较强的单向性。因此，安全伙伴的战略自主界限使得联盟体系的等级制

仍然能够得以基本维持。 

在这类安全合作中，联盟体系内外之间的互动使得其封闭性被削弱，但

由于安全伙伴的战略自主诉求，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一般只容纳一个体系外

伙伴，客观上又将封闭性的被削弱程度最小化。而盟友与安全伙伴的合作也

无法削弱其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强单向性。因此，在维持联盟体系内部的等级

制结构的同时，联盟与安全伙伴形成了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 

① 刘阿明：《“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国际展望》2021 年第 1 期，

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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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互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此，在亚太“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多边化的进程中，其内在的单向

性和封闭性对该体系产生了羁绊作用。联盟体系为了在应对体系压力的同时

维持等级制结构，不得不有限度地弱化其封闭性或单向性：当有限弱化单向

性、保持封闭性时，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得以产生；当有限弱化封闭性、

保持单向性时，则形成了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见表 1）。这两类合作是

参与亚太联盟体系多边化的三方，在体系内外两个层次互动的结果。在联合

应对联盟体系外威胁的同时，美国及其盟友的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也反映了

美国维持联盟体系的领导权与发挥盟友互补优势和动员体系外安全伙伴参

与之间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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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类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形成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案例比较 

 

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形成受到当前联盟体系自身羁绊作用的影响，其

中具体的合作机制及其发展只是各方互动的表现。因此，本文不以某一个特

定的安全合作机制为案例进行介绍，而是分析参与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各方之

间的互动逻辑。当前，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类型可以分为整合型小多边安

全合作和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见表 2）。 

 

表 2  当前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类型 
 

合作类型 参与国 合作机制 

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三边战略对话” 

美国、日本、韩国 
三国情报共享机制 

“三边经济安全对话”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 “四国机制” 

法国、澳大利亚、印度 印法澳三边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上述两类安全合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日韩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

安全合作。前者充分凸显了联盟体系内小多边合作的议题导向，后者则主要

 封闭性 

 强 弱 

单向性 
强 “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 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 

弱 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 松散的多边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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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体系外安全伙伴参与合作的广泛性特征。本部分以这两个小多边安全

合作为案例，从体系内外各方互动的视角来阐述联盟体系的羁绊与小多边安

全合作的因果关系。 

（一）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互动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突出特征是在情报、经济安全两大议题领域分别

建立小多边机制，彼此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这一合作方式对现有双边

联盟体系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了美日韩三国在小多

边安全合作中特有的互动逻辑。 

第一，议题导向与单向性的弱化。美日韩三国间的小多边安全合作起源

于 1999 年成立的“三方协调监督小组”（TCOG），目的是协调三方对朝鲜

核武器计划的反应。但由于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的对朝“阳光政策”以及韩

日两国间无法跨越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和对朝核问题的不同看法，使这一

合作很快归于沉寂。① 不过，2014 年三方签署《韩美日关于朝鲜核与导弹

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用于在各方同意的范围内，共享与朝鲜核武器和导

弹威胁相关的情报。这标志着三国情报合作机制的建立。尽管上述原因的存

在仍然使得日韩之间的相关合作一波三折，但这一协议所确立的机制并未遭

到完全破坏。此后，三国在情报共享领域不断开展新的合作，深化了情报共

享机制。此外，2023 年初，在前期峰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美日韩高官在

美国举行首次经济安全对话会议，旨在努力加强供应链韧性和新兴技术的开

发，在量子技术、生物和太空等新兴关键技术领域进行合作。 

从应对朝鲜核计划的小组协调到情报合作的机制化，再到经济安全成为

新的合作议题，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凸显了三方在议题合作上的逐步深入，

对于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更有效地应对威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日

韩之间通过强化情报等领域合作，实现了在对朝方向上情报信息间的互通有

无和安全功能上的优势互补，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国对朝核问题等威胁的制

衡，客观上也降低了对美国的单方面安全依赖。 

第二，参与局限与封闭性的凸显。基于地缘的邻近对国家安全认知的影

①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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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① 以及与威胁来源的距离不同，美国亚太地区盟友主要安全关切在冷战

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并不一致，因而难以形成较高的威胁共识度。美国

其他盟友与日本、韩国所处的地缘位置不同，决定了它们针对“朝鲜威胁”

及其严峻程度、假想事态的认知会得出并不完全相同的判断。因此，它们的

安全立场很难与直面“朝鲜威胁”的韩国和日本相提并论，也就难以在这类

议题中开展深入的安全合作。即使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也有针对朝鲜问

题的立场协调，但与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相比，这一合作远未达到后者在情

报等方面合作的深度。这种合作议题的针对性导致了合作参与者的“临界数

量”，使得参与合作的成员国局限于与共同地缘威胁距离更相近的美日韩三

方，从而凸显这一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封闭性。 

朝核问题等共同安全议题使韩日两国都有动力突破之前的合作障碍，但

三国的小多边安全合作能够展开，仍然离不开美国的协调。就此而言，美国

在联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仍然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在面对历史、主权等方

面的矛盾时，如果美国缺席，韩日两国的双边合作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是两

国在情报领域的双边合作时常受阻的主要原因。例如，日韩双方 2016 年签

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与 2014 年美日韩三方签署的情报协定相比，由

于没有美国参与，其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而且在达成之后也由于双方对历史

问题的分歧而被中止多年，② 直到 2023 年 3 月才开始恢复。反观美日韩三

方合作，基本上未受到两国争议的影响而一直有效运行，而且还持续推进更

深层次的合作。③ 在美国的协调下，日韩双方在相关议题领域的直接互动渠

道增加，将之前以美国为主导的“由点到线”的“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

推进为“由线到面”的美日韩小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日

韩战略关系体系的内聚力。 

①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
页。 

② 董向荣：《美日韩强化同盟关系：动机、表现与前景》，《当代世界》2023 年第 7
期，第 46 页。 

③ 近期突出表现为三方在 2022 年 11 月就实时共享朝鲜导弹警报情报达成协议，这预示

着建立三方情报共享机制已进入最终阶段。参见《朝中社：美日韩建三方情报共享机制将导

致 三 方 “ 危 机 共 享 ” 》 ， 新 华 网 ， 2023 年 5 月 25 日 ，

http://www.news.cn/2023-05/25/c_1129645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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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中，日韩双方在安全议题方面的合作客观

上弱化了各自对美国的单向安全依赖。但是，参与国数量上的局限性和合作

方式上对美国协调的依赖，仍然使得这一合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而其中所

凸显的美国的轴心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单向性的弱化趋势，使得联

盟体系能够在基本维持其等级制前提下开展小多边安全合作。 

（二）美日澳印之间在安全合作中的互动 

近年来，印度作为亚太联盟体系之外的安全伙伴，与联盟体系内部开展

小多边的互动，全面加强印度与联盟体系之间的安全关系，弱化了该体系的

封闭性。同时，由于印度对战略自主的坚持，联盟体系内部的强单向性在客

观上得以维持。 

第一，全面合作与封闭性的弱化。自“四国机制”重启以来，印度与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从合作领域和合作对象两个方面全面加强了合作。 

一是合作领域的广泛拓展。在“四国机制”重启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

聚焦于四国之间关于“印太”地区秩序的一系列安全挑战。例如，美国特朗

普政府时期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规定，“四国机制”的合作领域不仅

包括来自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安全威胁，还包括地区经济秩序和人权、法治

等领域。① 而在首次“四国机制”峰会上，四国领导人更聚焦于防疫合作、

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② 当前，“四国

机制”的主要合作领域涵盖地区反恐和防扩散、海上安全、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地区治理等方方面面，③ 其合作领域之广充分反映了联盟体系与印度开

展安全合作的全面性和战略性。 

二是合作对象的全面接触。印度与亚太联盟体系的接近，并非仅仅以美

国为核心，而是同时接近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重要盟友，保持融入西方联

盟体系的网络化而非美国领导下的垂直化。例如，从 2021 年开始，印度与

日本的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开启，这被视为紧随美印“2+2”的

①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Public Law 115-409, December 31, 2018, pp.2-3. 
②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White House,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
-summit/. 

③ 刘阿明：《“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第 9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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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除了“四国机制”内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印度与日本

还有“达摩卫士”、日印海上联合军演（JIMEX）等机制化的陆上、海上军

事演习。此外，印度近年来还加强了被视为“木桶短板”的印澳关系。2022

年 4 月，《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ECTA）的签署，被视为“十多年

来印度与发达国家签署的首项此类协议”。① 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关系相

对独立的发展，保证了印度在美国之外拥有战略缓冲的空间，使得印度能够

相对扁平化地参与到美西方的战略体系中。 

印度与美日澳安全合作的全面开展，使其日益接近美国亚太联盟体系，

并与后者保持越来越一致的战略协作。尤其是在“印太”问题上，自印度外

交部《2018—2019 年年鉴》（Annual Report 2018-2019）从官方层面正式接

受“印太战略”② 以来，通过“四国机制”的合作以及印度与美国亚太联盟

体系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印度与该体系在地缘战略、对华制衡以及融

入西方“小院高墙”的产业链等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而近年来，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安全战略报告也将印度作为重要的新兴安全伙伴。以首个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为例，在已解密的内容中，共有 22 次点名提到 9 个

不同类型的伙伴国，其中印度的频次最高，共被提到 14 次。这一数字略高

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日本，远高于韩国、澳大利亚。③ 这一词频的

对比凸显了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主要伙伴地位。 

由此可见，在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看来，印度已经成为其主要的安全伙伴，

这就从客观上弱化了这一体系的封闭性。但由于印度的特殊地位，亚太联盟

体系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延伸到联盟体系与其他安全伙伴的关系中，所以这

种弱化也是有限度的，使得合作能够以小多边的方式进行。 

第二，战略自主与单向性的维持。印度虽然出于国家利益需要而选择与

①  “Annual Report 202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ebruary 23, 2023, 
https://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36286_MEA_Annual_Report_2022_English_web.pdf, 
p. 58. 

②  “Annual Report 2018-1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ugust 4, 2019, 
https://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31719_MEA_AR18_19.pdf.  

③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5,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 IPS-Final-Declass.pdf,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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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大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要维持战略自主以体现其不结盟的核

心目标。① 因此，印度参与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更无法

接受美国领导下的等级制联盟体系，否则印度就失去了成为“有声有色大国”

的立足之本。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将“四国机制”定位为“存

在共同诉求的国家之间外交磋商及协调的论坛”。② 很明显，印度不会接受

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一员的立场，而是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以实现

自己的大国目标。尤其是在诸如乌克兰危机、中印边界问题等方面，印度仍

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外交立场。因此，印度靠近美国及其亚太联盟体系、加

入“四国机制”，并非仅仅想要充当“制衡性大国”，而是要争做“主导性

大国”。③ 此外，从国内政治的层面来讲，印度在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强化

安全合作时，也会面临在野党和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例如，在美印签署《后

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之后，印度国大党认为这是印人党政府对

长期军事自主的彻底背离，印共（马）则指责其既“损害国家主权”，又“出

卖战略自主”。④ 

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印度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靠近，并不意味

着其与体系内成员之间深入的、实质性安全合作就能够顺利开展。因此，美

国联盟体系内的成员也无法将印度作为实质性的安全伙伴来看待。在日本最

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仅仅 2 次提到印度：一次是强调要强化美日

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另一次是计划加强包括印度在内的 8 个国家和地区组织

间的安全关系。这一数字不仅不能与该文件提到美国的次数相提并论，甚至

也明显低于韩国（提到 5 次）。而且，文件明确将日美同盟作为美日澳印四

①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February 29, 2012, p. 31. 

② Jeff M. Smith, “The Quad 2.0: A Foundat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6, 2020, p. 16, https://www.heritage.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7/ BG3481.pdf. 

③ Chilamkuri Raja Mohan, “Beyond Non-alignment: S Jaishankar’s Reflections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vember 25, 
2019,https://www.isas.nus.edu.sg/papers/beyond-non-alignment-s-jaishankars-reflections-on-indian
-foreign-policy/. 

④ Sushant Singh, “India, US Sign Key Defence Pact to Use Each Other’s Bases for Repair, 
Supplies,” Indian Express, August 31, 2016,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 
news-india/manohar-parrikar-signs-key-logistics-defence-pact-with-us-300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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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全合作的基石。① 可以看出，尽管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覆盖

的领域较广，但更多地体现在战略性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尚不能代替盟友与

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也就无法改变现有体系下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

性。 

总体而言，印度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安全合作的加强，弱化了美国亚太

联盟体系自身的封闭性，但由于印度拥有与其他安全伙伴不同的特殊地位，

这一相对较弱的封闭性仍然能够以小多边的方式维持。而印度对战略自主的

坚持，则使得联盟体系内盟友无法改变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从而使得

亚太联盟体系的等级制结构在小多边安全合作中仍然能够基本维持。 

 
结    论 

 

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为了应对中国崛起，

推动传统的“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多边化。不过，这一联盟体系在战后

70 多年的进程中所形成的等级制结构，在体系内外三方的互动中有着自身

特点，即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和联盟体系相对于外部安全伙伴的封

闭性。这两个特点对联盟体系的多边化产生了羁绊作用，从而形成了整合型

和拓展型两类小多边安全合作。在联盟体系内部，深入的议题合作削弱了安

全依赖的单向性，但能够依靠美国在体系中的轴心协调作用而得以缓解；联

盟体系的封闭性则由于议题合作对成员参与数量的限制而得以维持。而在联

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的合作中，封闭性受到削弱，但由于安全伙伴的战略

自主诉求，封闭性被削弱的程度是较小的；而体系内外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无

法取代盟友与美国之间进行深入安全合作的单向性需求。 

本文通过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分别作为整合

型和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案例证明了上述结论。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

中，日韩双方在安全议题方面的深入合作弱化了各自对美国的单向安全依赖。

然而，参与国数量上的局限性和合作方式上对美国协调的依赖，使得这一合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December 16, 
2022, 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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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仍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并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单向性的弱化趋势。美日

澳印四方安全合作虽然弱化了联盟体系自身的封闭性，但印度的特殊地位使

得体系的弱封闭性仍然能够以小多边的方式维持，而印度对战略自主的坚持，

则使得联盟体系内盟友无法改变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因此，在基本维

持联盟体系的等级制结构的基础上，两类小多边安全合作得以形成。 

从当前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进展来看，传统“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

对多边化的羁绊仍然作用于美国与盟友、联盟体系与体系外安全伙伴之间的

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可能会继续加强，而且不排除

新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形式的出现。但是，在体系羁绊的影响之下，亚太小多

边安全合作仍难以演变为北约式的多边联盟体系。中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制

定，需要持续关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这种发展态势，既不能低估其多边化

发展的决心和前景，也不宜对这些小多边安全合作做出过度反应。中国应当

保持战略定力，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全

球安全倡议”的实践，进而推动亚太地区国家达成关于构建“安全共同体”

的共识。 

 

[责任编辑：樊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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